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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江下游地区一些宋墓中存在随葬成组碗、碟的习俗。它们的位置较为固定，有集中

于墓室或棺内一端与位于墓内前部旁侧两种陈设方式，其数量或许受地区因素影响。这种习俗在晚

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在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官员、士人及有力之家的墓葬中。因墓内

随葬的成组碗、碟多位于墓主头部附近，且部分器内盛装食物，它们可能与供奉饮食的行为有关。部

分碗、碟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日用器意味。但此种器物及相关葬俗在南宋后的墓葬中较少出现，或许

是墓内空间限制及供奉多种类、多数量食物的观念弱化所致。

关键词：成组碗、碟 长江下游地区 宋代 墓葬 随葬品

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Ａ

长江下游地区宋墓的随葬品中，碗、盏、盘、

碟等器较为常见。部分墓葬中的碗、碟数量较多，

造型一致，似乎为成组的器用。谨慎起见，本文将

同一墓内出土的碗碟造型、材质、颜色基本相同

且数量在两件以上者定义为“成组”。它们的摆放

位置也存在一定的规律，并非随意安置。学者在

其形制变化及产地等方面已做了诸多研究，但由

于以往材料的限制，这些器物的陈设方式、功能

及性质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近年来保存程

度较好的墓葬不断公布，墓内随葬品的位置、组

合等更为明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材料。此外，因其安置位置的特殊性，墓内陈设

的成组碗、碟等的相关讨论也能够拓展宋代丧葬

仪式的研究空间。本文以长江下游地区宋墓内成

组碗、碟及其陈设方式为中心，试对相关内容加

以探讨。

一、墓内所见成组碗、碟的造型与陈设方式

目前长江下游地区宋墓内考古出土的成组

碗、碟中，以瓷质为多，也有银、锡等质地。其中碗

主要是葵口、深腹、圈足的造型，口径 10.7～10.8、
高 6.1～6.5厘米。碟的数量相对较多，可分为平

底、圈足两种。平底碟以十瓣、十二瓣葵口，斜腹

者最为常见，口径大者可达 15厘米，较小者仅有

8.3厘米；平口者相对较少，目前所见均为斜弧腹，

口径 10～12.8厘米。圈足碟亦有葵口及平口造

型，口径在 10.8～13.2厘米。这些器物在墓室内的

位置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集中于墓室或棺内一端

此种类型又可分为对称陈设、集中陈设和叠

摞放置三种情形。

1.对称陈设

安徽繁昌老坝冲M1中，南壁中部稍偏北处

置瓷碗、盏，其东、西侧各置瓷碟 4件。发掘简报中

未介绍它们的安置方式，从墓葬平面图来看，似

为两两一组（图一）。发掘者认为该墓为北宋早期

墓，但笔者认为其年代下限似乎更晚［1］。

安徽繁昌象形山宋墓中，东室南壁中部置 1
件高足炉，其东西两侧亦各有 4件瓷盏（图二），该

墓年代约在北宋晚期［2］。

这两例墓葬中的碟、盏虽相对“分散”，却并

非无序。它们均位于墓室最南端，为墓室南壁正

中的空位或某一器物间隔而呈轴对称分布。

2.集中陈设

安徽繁昌老坝冲M10中，6件瓷碟集中置于

墓室南壁中部稍偏东处，3件为一排，共两排（图

三）。老坝冲M8墓室南端中部，4件瓷碟一字排开

（图四）。前者的年代约在北宋中期，后者可能是

北宋中晚期的墓葬［3］。

安徽南陵安康郡太君墓中，棺外前侧置一三

层木架格，锡碟、碗、盒等基本均被摆放于最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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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图五），唯一在中层的锡盒M1︰92有可能是向

南位移后掉落的，其原始位置亦应当在上层。尽

管它们的位置稍有变动，仍能看出一些分布规

律，简述如下。

锡碟，共 16件（图五︰1）。以中部的锡碗群、锡

台盏（M1︰21）和盏托（M1︰28）为界分东西两部

分。其中东部 9件，最南端是位于木架格东南角的

M1︰46，M1︰33、35、37、42稍北，似乎原是直线排

列，其北是M1︰40、43，再北是M1︰44、41。西部 7
件，最南端是M1︰29、30，但考虑到位移方向，这

两件锡碟或许本与稍北的M1︰9、11、18处于一

排，M1︰16、17位于它们北部。

锡碗，共 8件（图五︰2）。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东部 2件，分别是M1︰45、39。M1︰23、25、27、34侧
倾在木架格中部，其西南为M1︰24。最西侧为M1︰
13，侧倒在西部锡碟群的中间。它们的排列不如

锡碟整齐，可能较原位有较大位移。发掘简报中

未说明锡碟、锡碗的形制差异。

除碗、碟外，附近还发现了成组的锡盒。因其

中盛有食物模型，故将这些锡盒也纳入讨论

范围。

锡盒，共 5件（图五︰3）。M1︰20、31、38、48发
现时均位于木架格上层最南端。结合出土于中层

的锡盒M1︰92的透视位置来看，它们基本为等距

分布。由于中层器物种类未见碗、碟、盒等，M1︰92
的原位很可能就在出土位置的正上方。根据南陵

县博物馆公布的图片来看，出土锡盒的造型基本

相同。

故除锡碗陈设方式暂不明确外，锡碟与锡盒

都很有可能是东西向成排陈设。此外，棺内还有 4
件铜碗M1︰133、134、136、137环绕墓主头部放置

（图六）。该墓为北宋晚期墓［4］。

成组碗、碟集中陈设情形的特点是器物均发

现于墓室前部或棺内前方，无其他器物间隔，多

为成排安置。

3.叠摞放置

安徽全椒元祐七年（1092年）张之纥墓中，4
件十瓣葵口碟叠摞后置于墓内青石祭台中部偏

图一// 安徽繁昌老坝冲M1平面图

图二// 安徽繁昌象形山宋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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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图七）。与其他墓中将器物陈设于墓主头端的

情况不同，该墓的墓志及放置祭祀器物的石台均

设在墓主脚端［5］，此种情况在长江下游地区宋墓

中较为少见。

除棺内的铜碗外，安徽南陵安康郡太君墓墓

主的头部附近还设有锡碟（M1︰135），但其具体数

量尚未报道。不过据棺内平面图来看似乎为 5件
叠放在一处，与张之纥墓中的情况相似。

此外，南京陆营宋墓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发

掘者于该墓墓志前方陈设的随葬器物群中部清

理出 5件银碟（图八），但平面图中仅标注 1件而

未标明另外 4件的详细位置，不清楚是否叠摞

放置［6］。

（二）位于墓内前部旁侧

江苏溧阳竹箦元祐六年（1091年）潘氏墓的

棺床前北侧置 5件瓷碟（图九）［7］。同为元祐六年

下葬的浙江兰溪杜氏墓中，瓷碟亦置于墓室前

部。其中墓志前南北向置放 3件，墓室东南部置 5
件，稍北部另置 2件（图一○）［8］。浙江海宁东山

M10中的随葬品与前两座墓相比似乎稍集中于墓

内甬道中部，除西侧所置放的 5件瓷碟外，在稍东

侧又置放瓷碗5件（图一一）［9］。

要说明的是长江下游地区宋墓中出土成组

碗、碟的墓葬不在少数，如江苏南京浦口星甸宋

墓前室出土瓷碟 8件，造型相似［10］；江苏江阴东园

村宋墓中发现铜盘 5件，出土时被放在棺椁前

部［11］等等。但因遭盗扰，它们的陈设方式均不

明确。

二、成组碗、碟在墓内的空间布局

根据上述材料来看，成组碗、碟多出土于砖、

石墓中，偶见于灌浆墓及土坑墓内。其位置主要

位于墓室前部地面上，少数位于祭台或木架上。

图三// 安徽繁昌老坝冲M10平面图

图四// 安徽繁昌老坝冲M8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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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组碗、碟在墓葬中并不是

孤立存在的，其附近或对向

常有执壶、瓶、盏、盏托、炉等

器具共出，它们在墓室空间

内的分布情况具有一定的特

征。由于所涉及墓葬中纪年

材料较多，可从以下三个时

段来进行观察。

（一）北宋早中期

长江下游地区见诸报道

的北宋早中期墓葬数量较

少。如前述，安徽繁昌老坝冲

M1、M10中，碗、碟均平铺置

于墓室前方。前者为对称陈

设，后者为集中陈设。此外，

本期未经盗扰或盗扰程度较

轻的墓葬还有江苏扬州西湖

镇四季金辉M2和M3、江苏

南京东冯村徐的墓［12］、南京

中华门外钟氏墓［13］等，均未

见此类器物报道。南京浦口

星甸宋墓中有成组瓷盘出

土，但位置已被扰乱。故这一

阶段墓内以成组碗、碟随葬

的做法可能已经存在了。至

于其位置、组合是否还有其

他情形，此种葬俗在这一时

段的流行程度如何，均有待

新材料来补充。

（二）北宋晚期

本期墓中成组碗、碟出

土最多，且位置较为明确。其图五// 安徽南陵安康郡太君墓木架格上层平面图

1.成组锡碟 2.成组锡碗 3.成组锡盒

图六// 安徽南陵安康郡太君内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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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有三。

一是随葬的成组碗、碟或紧邻墓门内侧，或

位于墓志之前，如棺前有木架等则置于其上，大

多被放置在墓室前部或墓主头部前方。同时，不

论墓葬朝向如何，在非对称放置的情况下，墓室

或棺内前部发现的成组碗、碟位于墓主头前右侧

的情况稍多。

二是墓室前部器物呈轴对称式的布局时，是

以托盏、炉等器物居中，成组碗、碟置于两边。故

而它们在这样的器物组合中的作用应当是辅助

性的。

三是当随葬品分别放置于墓室前部两侧时，

成组碗、碟往往集中于一侧。可以看出，它们的安

置规则并非是按数量对称陈设，而是按功能分类

放置。例如在江苏溧阳竹箦潘氏墓内，“饮食器皿

放在墓室前部的左侧，梳洗化妆用具在前部的右

侧”［14］。此种规则在北宋晚期较为流行，江苏镇江

章岷墓、浙江海宁东山M2及M3、江西铅山莲花山

宋墓、安徽怀宁青树嘴M3等墓中均发现了类似

现象［15］。事实上，这一布置器物的方式至迟在北

宋中期便已出现，甚至在集中陈设随葬品的墓葬

中亦可体现出来。例如安徽繁昌老坝冲M1中，成

组碗、碟呈明显的轴对称式分布，但它们的两端

分别是罐与注子，而非种类相同的器物。因此在

这一时期的随葬品安置观念中，功能区分较数量

对称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三）北宋末年至南宋时期

本期出土成组碗、碟的墓葬仍有发现，但就

目前报道的材料来说，数量不多。如江苏江阴夏

港宋墓中出土平底瓷盘、漆盘各 3件，江苏苏州吴

图七// 安徽全椒张之纥墓平面图

图八// 南京陆营宋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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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同里庆元年间邹氏墓中发现瓷碟 9件，浙江湖

州三天门南宋中期墓发现银碗 6件，上海宝山宝

庆二年（1226年）邹氏墓出土漆盘 4件［16］。夏港宋

墓的随葬品放置在棺内底部的木架上，苏州邹氏

墓的随葬品出自棺内，而上海邹氏墓及三天门宋

墓随葬品出土位置不详，仅能根据它们的墓葬结

构进行推测。上述墓葬均为砖室石板顶墓，而本

期的此类墓中，多数墓葬的平面长度与棺长相差

不多，棺前没有充足的空间放置大量器物，因此

它们可能同样被置于棺内［17］。另外，一些墓葬中

钵、盘等被置于棺木上方［18］中的现象也为成组

碗、碟的可能位置提供了线索。

三、成组碗、碟的性质与功能

长江下游地区宋墓随葬品大致有以下几种：

神煞压胜器、以“车马仆从侍女”为代表的“象平

生而小”的明器［19］、各种日用器与供奉相关用器

（含供品）。成组碗、碟与后两种性质的随葬品较

为相关。在墓室空间内，日用器是在“事死如生”

观念影响下为死者及其“万年宅第”所备的带有

现实生活意味、家庭特征甚至个体喜好的用具及

玩赏器，“使用者”为死者；供奉用器实质上是具

有相对固定器物组合和陈设方式的礼仪用具，其

供奉对象是死者，但使用者是生人。日用器与供

奉所用器具性质上的根本差异体现在对于前者

而言，死者享用的即是器物，但对于后者来说，死

者享用的是供奉、供品而非供奉用器本身。因此，

供奉器具亦体现出区别于日用器随葬品的独特

安置位置，并借此反映出时人在葬仪过程中的行

为内涵。

在上述材料中，我们发现成组碗、碟在墓内

具有平铺、叠摞两种不同的陈设方式。随葬器物

图九// 江苏溧阳竹箦潘氏墓平面图

图一〇// 浙江兰溪杜氏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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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置方式对判断其性质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故不宜将其一概而论，有必要分别明确。

不论是分于两侧还是集中于中央，平铺陈设

的成组碗、碟大多位于墓主的头前或棺前。这样

的空间布局不仅与其他随葬品具有一定的空间

区分，还具有强烈的对象指向性。江苏江阴瑞昌

县君孙四娘子墓、武进村前M6均在棺前设桌、

椅，桌面上还发现了果品［20］与锡明器［21］。吕祖谦

《家范·祭礼》引孙日用《仲享仪》：“或有人家，往

往以床椅设祭”，并认为“盖其床椅，凶祭”［22］。平

铺的陈设方式意味着碗、碟内很可能盛有食物，

多件甚至成套的器物组合亦提示供奉食物的数

量或品类较为丰富。据报道，安康郡太君墓内木

架最上层的葵口碟出土时即盛有织物质果实模

型，这种现象也见于同时期的辽墓中［23］。此外，李

攸《宋朝事实》中英宗入葬永厚陵时（1067年）在

御座前“置时果及五十味食”的记载［24］亦可备考。

故这些碗、碟和墓内的饮食供奉有关，其本质或

与供器相当接近。

而对于棺前或墓室前部叠摞放置的碗、碟的

性质认定来说，一个问题十分重要，即它们为何

要以这种方式放置？在空间较小的墓葬中，答案

似乎显而易见。不过，即便受到空间的限制，当叠

摞的碗、碟中不盛有供品，不具有供奉、祭祀的功

能却仍被保留在墓内时，便需要考虑它们或许还

暗含其他性质。《司马氏书仪》：“《既夕礼》有明

器、用器［25］、燕器”。又引《丧葬令》：“五品六品明

器许用三十事。非升许用十五事，并用器碗碟瓶

盂之类通数之。”［26］安徽全椒张之纥墓内除叠摞

在祭台上的成组碟外，其他位置未发现同类器

物；安康郡太君墓内叠摞的碟亦被置于随葬大量

生活用具的棺内，而未与模型明器、俑类一同置

于棺外。南宋以降，多数官、民墓中的碗、碟主要

陈设于棺内，亦与食器、盥洗器或金银饰件等一

处［27］。据此，这些碗、碟似乎可以被看作为死者准

备的日用器。由于墓内供奉用器与生活用具的供

给对象均为死者而非生人，它们的内涵并非完全

割裂，而是存在着共性。这使得二者在实际丧葬

仪式中的性质转化成为可能。因此，叠摞的碗、碟

位于其他平铺陈设的用具附近的现象不难解释，

甚至其本身就可能曾被用作供奉或祭祀仪式的

用具。

四、相关问题研究

在北宋晚期之前，墓主的身份、等级很可能

是墓内随葬成组碗、碟的限制条件之一。浙江晚

唐五代高等级墓葬如临安钱宽夫妇墓［28］、临安板

桥M21［29］等墓中均有造型一致的多件碟、盘出土，

而中下层官吏墓如临安青柯童莹之夫妇墓中却

未有此类器物发现［30］。浙江海宁东山墓群中，成

组碗、碟不见于北宋早中期墓M19而在年代更晚

的M2、M9等墓葬中才出现，这一现象似乎表明，

至少在北宋早中期，以这种器物随葬的习俗尚未

图一一// 浙江海宁东山M10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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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官民墓葬中广泛流行。即便是在北宋晚

期，成组碗、碟等器仍少见于一般平民的墓葬内。

考虑到它们多为品质较好的青白瓷器或银器、铜

器，客观上需要一定的经济支出，以成组碗、碟及

相关器用组合随葬应当属于富裕之家的做法。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北宋晚期墓中随葬的成

组碗、碟数量似乎有一定讲究：安徽繁昌一带的

宋墓中，数量以 4、6、8件等双数为多，全椒张之纥

墓祭台上随葬的碟为 4件，南陵安康郡太君墓木

架上放置碗 16、碟 8、果盒 5件，棺内前部置碗 4、
碟 5件；而江苏南京、溧阳、浙江海宁等地宋墓出

土者则以单数 5件为多。部分墓葬用两种器类组

合随葬，如海宁东山M10中随葬碟、碗各一组，其

数量亦均为 5件。上述例子都体现了这些随葬品

的数量是着意选择的结果，且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特征。此外，这些宋墓多为夫妻合葬墓，少数为单

人墓，墓主人数影响数量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

除；尽管它们在各类墓葬中均有发现，且以砖室

墓中发现最多，却未见某一特定墓葬形制中的器

物数量具有显著共性；上述墓主身份均较为明

确，既有官员，亦有富绅，但不同身份墓主随葬

碗、碟的数量未见明显差异。据此，地域文化似乎

是较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据现有的材料来看，南宋时期在棺外随葬成

组碗、碟的墓葬似乎不如北宋晚期那样丰富。一

些保存较好，未经盗扰且随葬品较多的南宋墓葬

如南京赵朗夫妇墓［31］、杭州老和山M123［32］、江苏

金坛周瑀墓［33］等均不见此类器物。在棺前或壁龛

内置陶罐等的做法似乎更能代表南宋棺外器物

安置的主流方式。而在棺内，以生活用具为主的

随葬品品类增多，相关性进一步增强，甚至出现

了明确的成套器物。如江苏江阴夏港宋墓中发现

5件锡器，分别为瓶、盆、唾盂、钵等，从用途来看，

它们当属一套用具［34］。与带有强烈礼仪性的供祭

相关器用相比，日用器的功能不必严格依靠特定

的数量来实现，在种类等方面的选择上亦具有一

定的自由。因此，尽管这些器物的本质是为死者

准备的明器，一些墓葬中却能见到以珍贵的金、

银、玉质器随葬的例子［35］。它们造型精致，更体现

出葬仪奢侈的现象及世俗化的“孝”的内涵。

对于具有供器功能的成组碗、碟来说，它们

的消失或许意味着墓内供奉多种或多份食物的

习俗在时人的丧葬观念中不再占重要地位，也可

能是受某些因素影响而不再适合于墓内安置。因

此，关于随葬成组碗、碟习俗在北宋晚期至南宋

时期的变化原因，或许可以从两个层面解释。

一是客观上的空间不足。一个事实是，至迟

从北宋晚期开始，官、民砖石结构墓室的规模均

在缩减，直至仅能容一棺。北宋末年左右，在这种

趋势的影响下，部分墓葬中陈设碗、碟等的空间

被移出棺室之外，如江西庐山胡仲雅夫妇墓［36］及

安徽舒城鲍墩西M1［37］等墓葬已在棺前另设一室

以放置碗、盏、执壶等随葬品。南宋前期，在已经

不具备专门供奉空间的墓葬中，这类器物只好被

放置在棺上。如浙江老和山M201［38］，该墓中的现

象表明两个问题，一是墓室规模缩小发生在成组

碗、碟随葬习俗没落之前，前者很可能是导致后

者出现的原因；二是尽管这时棺外随葬碗、盘的

数量减少，位置改变，但此习俗没有骤然消亡，而

是仍然存在。较小的墓室客观上挤压了铺陈大量

棺外随葬品所需的空间，而这一实际情况也有可

能反作用于观念，使得墓内规模供食的习俗愈发

丧失必要性。因此，空间的限制或许是成组碗、碟

不再流行的一个重要且直接的客观原因。

二是主观上的观念淡化。根据墓室空间规模

与墓内供器陈设的变化顺序，可以看出，墓室规

模缩减的优先级很可能高于墓内供食。不过这种

变化发生时，至少在一部分人的丧葬观念中，墓

内祭飨仍然较为重要，否则不必在棺室外另设供

食空间。但此观念的存在似乎在空间上较为局

限，在时段上也并未持续很久，因为南宋后长江

下游墓葬中在墓室外另设别室置物的报道相当

罕见［39］。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注重遗体安全及防腐

的观念对墓内空间及随葬食物的习俗造成了影

响，例如朱熹所言：“去年此间陈家坟墓遭发掘

者，皆缘圹中太阔。其不能发者，皆是圹中狭小无

著手脚处。”又言：“圹中用生体之属，久之必溃

烂，却引虫蚁，非所以为亡者虑久远也。”［40］朱熹

本人的活动范围虽更偏南，但他所说的情况却与

长江下游地区大部分南宋墓墓圹较窄小、圹内很

少设食物的情况相符，意味着此种看法在当时或

许较为流行。

然而，上述情形并不意味着此后墓室内部礼

仪空间的彻底消亡。南宋晚期个别墓葬仍然保留

有祭台［41］，也有墓葬在较大的壁龛内置炉（或

灯）、瓶等随葬品［42］，亦有在墓志上置香炉的做

法［43］。相关现象的完整发展演变过程当另文讨

论，本文不再赘述。总的来说，北宋晚期流行的成

组碗、碟随葬、棺前器物分区、别室陈列食器及南

宋时期墓内空间及随葬器物的变化都反映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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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Bowls and Plates Sets as Burial Objects in Song Dynasty Tombs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Region

LU Zhen-shuo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burying bowl and plate sets as burial objects is observed in some Song Dynasty
tombs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region. These vessels are found in fixed positions, either concentrated in
the tomb chamber or placed at one end of the coffin with another set on the side of the tomb’s front. The
quantity of these burial vessels varies significantly due to regional factors. This burial custom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s, where it already appeared in high-ranking tombs. During
the late Northern Song period, this custom became prevalent in the tombs of officials, scholars, and affluent
families. As these bowls and plates sets are often found near the head of the tomb occupant and some are
even used to hold food, they are likely associated with rituals of offering food and drink. Additionally, some
of these bowls and plates also served as everyday utensils. However, the presence of such vessels and related
burial practices is less reported in tombs from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onwards, possibly due to spatial con⁃
straints within tombs and a weakening of the notion of offering a variety and large quantity of food.

Key words: bowl and plate sets; lower Yangtze River region; Song Dynasty; tombs; burial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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